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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15年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与制度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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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莞豪华酒店作为社会文化地理现象备受学术界与理论界的关注。本文采用深度访谈

和文本分析方法，援引制度与空间的相关理论，探讨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背后的制度根源，

试图解释在国家与地方的制度环境下，显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是如何

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影响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研究发现：① 在地方尺度下，东莞豪华酒

店经历了酝酿期（1978-1993年）、投资和投机探索期（1994-1999年）、腾飞发展和扭曲变异糅合

期（2000-2004年）3个阶段，分别呈现出制度推动空间发展、制度与空间磨合、空间反作用于制

度重构 3个不同的特征；② 在区域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迎来平行和稳步建构期（2005-2012

年），体现出权力空间从东莞流向外围。空间变化暗示权力关系的变化，表明东莞豪华酒店从

深层次影响制度重构已经迫在眉睫；③ 在国家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进入自上而下的整顿和转

型重构期（2013-2015年），显性正式制度迫使空间行为选择进入理性阶段。研究完善了制度与

空间关系的理论，提出空间的发展最终受制于显性正式制度，中间经历了空间尺度的转换，经

历了各种显性与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博弈，最终回归到显性正式制度。空间演变是一个

被制度化的过程，制度在空间权力关系中不断完善与变迁才能形成符合空间景观与空间形态

规律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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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酒店是城市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窗口，豪华酒店①代表的是更高水平的酒店，成为衡

量一个地区或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尺。长期以来，豪华酒店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

的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大城市在中国酒店的市场份额保持着1/2至2/3的强劲比例[1]。

然而，在过去的30多年，东莞作为一个二线的地级城市，其豪华酒店的数量已经从无发

展到现在的78家，且星罗棋布式的分布在各个乡镇中，创造了中国酒店业乃至世界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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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豪华酒店是根据建筑投资费用划分出来的一种酒店形态，多指较为奢华，质量较好的酒店。大多学者以酒店星级

等级来判别豪华酒店，以四星、五星居多。本文讨论的“豪华酒店”指四、五星级酒店，也包括那些虽然没有参与

星级评定或者还未获得四星或五星级标准的，但其服务标准和硬件设施设备都达到四星或五星级标准甚至超过五星

级标准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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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奇迹。此外，东莞豪华酒店本身就有着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打上了相当深刻的城

市和制度印痕[2]。国内已有学者关注东莞豪华酒店产生与发展的机理，认为其时空演变的
原因主要是区位优势、民营资本转移、集群经济以及流动人口等因素[3-4]。正如有些学者
所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经济与生产的作用过分强调，而忽视了地方政府和文化
机构对城市生活的影响[5-6]。因此，本文拟从地方政府和文化机构的文本即各种正式与非
正式、显性与隐性制度的视角出发，分析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的内在机理。如东莞豪
华酒店从诞生至今，就受到“三来一补”、扫黄、腾笼换鸟等显性正式制度，地方精英、
媒体宣传等显性非正式制度，酒店批地和税收优惠等隐性正式制度以及各种回扣、黄色
产业潜规则等隐性非正式制度的深刻影响。新文化地理学关注制度与空间的展演关系。
制度作为理解当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载体，是解读空间意义的重要途径。东莞豪华酒
店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其覆盖的空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经济学空间，而是包括文
化、政治、历史和制度在内的向其边缘扩展的多维空间。

那么，国家、地方经济、政治及文化的显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隐性正式与非正式
制度是如何艺术性地嵌入并影响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在这个过程中东莞豪华酒店
是如何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怎样的特性，以及酒店与相关主体之间如何进行利益
的博弈与协商。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援引制度与空间的相关理论，通过质性研究方
法，以时间和空间轴为主线，探讨和总结在制度的影响下，东莞豪华酒店所经历的特有
发展历程，以期明晰制度与空间演变的逻辑关系，丰富新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也为
东莞豪华酒店的良性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2 制度与空间的互动关系

制度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7]。诺斯
指出，制度（institutions）由 3个基本部分构成：“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行为规
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enforcement characteristics）”[8]。
制度往往也被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指被国家权力或某个组织用明确
形式所确定的行为规范，并通过组织进行监督、保证有效实施的文本，如法律、法规、
政策、规章、契约等；而非正式制度是指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相对的概念，对人的行为具
有不成文的限制，如道德观念、伦理规范、价值信念、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等[9]。此外，
国内学者严霞和王宁根据制度是否具有外部合法性，把制度划分为显性制度和隐性制
度。其中，显性制度是指可以公开实践、具有外部合法性的相关规则；隐性制度是指无
法公开、不具有外部合法性，但获得组织内部合法性的规则。并且进一步把“隐性”和

“显性”以及“正式”与“非正式”的分类标准进行交互组合，形成显性正式制度、显性
非正式制度、隐性正式制度、隐性非正式制度的四种制度类型[10]，如“东莞酒店色情服
务”便是不具备外部合法性，不能公开实践，但在实践中却成为组织中缄默规则的隐性
非正式制度。本文将援引此类制度层面的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地理学界兴起了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热潮[11]，制
度与城市空间演化过程被归纳为三个主义：一是注重交易成本和市场行为的理性选择制
度主义；二是注重社会经济关系作用的社会学制度主义；三是注重路径依赖和锁定约束
的地方历史演化制度主义[12-13]。可见，学者越来越倾向于用制度的因素来解释区域与地方
的经济发展，研究各种相关制度在塑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在制度作用
下的空间动态演化过程[14]。如Martin试图寻求识别不同制度对空间经济的影响作用，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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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制度对技术创新的推进意义，并提出“制度空间”（institutional space）的重要分析概
念，它是指特定的地理区域中某个被建构并产生有效影响力或影响范围的制度，同时指
出制度空间与技术创新的内在关系[15]。总之，在快速经济全球化高度影响区域经济、社
会和景观的背景下，制度性的因素（包括正式的、非正式的、隐性的、显性的）变得非
常关键，地理学者试图建构结合“制度”与“空间”之间相关联的分析理念。

制度与空间的生产是交织在一起的。制度作为文本，只有作用于空间形成权力才能
发挥作用。同时，空间只有通过权力关系才能反作用于制度。随着全球化和地方化的进
程，学者们的研究逐步打破了传统空间抽象化和绝对化的空间崇拜（Spatial Fetishism），
转为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空间认知过程。空间不再是传统文化地理学所认为的
文化载体 [16]，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社会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产的过程 [17]，是资
本、权力和地方共同塑造的结果[18]。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的多元
属性，集中反映一个开放的、综合的城市体系，赛伯空间、信息空间、流空间、场所空
间等新研究视角迅速地转变了人类对空间演化、分异（spatial heterogeneity）及其机制的
认识[19]。国外大多学者关注空间的复杂政治关系，探讨时空进程中地方的政治和群体抗
争、变化及演变。在民族主义的时代，移民者和殖民者成为领土意义争夺的主体，
Neophytos通过研究塞浦路斯移民者和定居者的政治斗争，创新性地指出制度对重构公平
空间的重要性，通过创新地方的公共政策和制定未来的和平协议从而弱化民族冲突[20]。
政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能实现空间中群体的身份转变和地方社会的转型，Naomi通过研
究法国加来团结运动发现政治性的庇护可以实现群体身份的转变，实现从地方“难民”
到“移民者”的身份转变，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更利于社会的转型[21]。此外，有学者提
出通过制度的推动创建城市“空间公平”[22]和“空间异化”[23]概念，试图消除城市空间
中的异化区域，注重城市空间公平发展。

国内的很多学者研究制度对于城市空间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作用，认为与以市场
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的西方国家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
变与制度和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4]。但不同制度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城市数量增
长、组织体系及其空间布局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25]。中国特殊的混合制度生产了混合
空间，即生产了一个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空间混合体，也就是说新单位主义生产
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26]。制度对城
市微空间的生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
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制度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27]。学者普通认为中国
城市空间演变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诱致的结果。一方面，制度性障碍、制度性漏洞和
制度约束软化[10]等阻碍城市空间的发展，另一方面，制度创新为城市空间的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路径[28-29]。城市空间重构与城市空间转型[30-31]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制度变革的结果，
而且政府的作用十分显著。同时，空间的权力关系对制度的建构与演化也具有重要的影
响作用。如农民工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所折射的制度反思与制度建构[32]，城市居民的住房

表1 制度层面的分析框架
Tab. 1 Types of institution

是否公开

显性制度

隐性制度

是否正式

正式制度

显性正式制度(如：“三来一补”经济制度)

隐性正式制度(如：批地和税收的优惠制度)

非正式制度

显性非正式制度(如：地方精英的地方默契)

隐性非正式制度(如：东莞酒店黄色服务)

注：根据参考文献[10]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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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公正性问题推动了中国住房制度改革[33]。另有学者通过对中国制

造业地理集聚的研究发现空间尺度与制度变化之间具有某种对应关系[34]。制度作为一种

内生变量内化到人的行为中成为“制度人”，通过“制度人”与空间形成互动机制，促进

制度的良性发展与建构[35]。

中国的城市空间正处于剧烈的解体、冲突和重构之中[36]，而制度是影响城市空间演

化的根本性因素和关键动力，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正式制度，如城市土地使用制

度[37]、城市住房制度[33]等与城市空间发展与空间形态的互动关系等方面，而对制度其它

类型，如非正式制度、显性与隐性制度方面的探讨相对较少，同时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

城市空间尺度。因此，本文拟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类型制度与不同空间尺度

互动的视角出发，探讨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的过程中，制度对空间形态与景观演变的

促进与约束以及空间是如何反映并推动制度演变的。

3 案例地与研究过程

3.1 案例地介绍

酒店是一种不可移动的特殊产品，其发展需要有特殊的空间载体。酒店的酝酿过程

事实上是酒店的经营环境和一般环境逐渐成熟的过程。本文案例地聚焦东莞，位于中国

华南地区，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东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是“广东四小虎”之

一，号称“世界工厂”，广东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外贸口岸，是全国4个不设县的地级市之

一。地处穗港经济圈的中部，广深经济走廊上的核心位置的东莞，是一个32个镇（街）

组成的、面积仅有2645 km2的二线城市，却形成中国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酒店产业集

群之一，曾获“全球星级酒店密度之最”、“中国星级酒店最多的地级市”称号②，也被隐

喻为“娱乐天堂”和“中国性都”。因此，酒店，特别是豪华酒店成为东莞城市形象的标

签，成为东莞城市的地方符号。

东莞豪华酒店数量上形成了庞大的集群，总量排名全国前三；空间上衍生且繁荣于

镇区，32个镇区基本遍及，局部镇区集中。发展时间上不足30年的历史，第一家豪华酒

店诞生于 1989年，即东莞长安镇第一家四星级长安酒店。因此，就东莞豪华酒店的数

量、空间布局以及发展时间而言，在全国乃至世界酒店的发展中都具有史无前例的地域

典型性。这种典型性有助于构建“具象而具有现实意义的知识 （concrete, practical

（context-dependent） knowledge）”[38]。因此选择东莞豪华酒店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

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3.2 研究过程与方法

本文以制度与空间的关系为出发点，以期探讨1978-2015年东莞豪华酒的时空演变，

以及制度与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的逻辑关系、相关主体之间的意义争夺。主要采用文

本分析和深度访谈法，文本资料主要是从东莞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旅游年鉴及相

关政府网站获取，包括东莞豪华酒店相关的内部资料、年鉴、报导、报纸新闻、书籍等

等。调研时间从2015年6月1日-8月1日，作者综合已汇集的东莞豪华酒店发展状况，根

据东莞7大片区的地理分布、豪华酒店的集聚程度以及诞生时间，深入东莞32个镇区中

的 12个镇区，包括市区的莞城区、南城区、万江区，商务型酒店密集的厚街镇、虎门

镇、长安镇，度假型酒店发达的塘厦镇、桥头镇，黄色产业较为兴旺的常平镇、黄江

② 来源于广东统计信息网：http://www.gd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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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豪华酒店中度发达的寮步镇以及欠发达的清溪镇，这些情况迥异的镇区基本涵盖和
代表了东莞豪华酒店所有的可能性，并且抽取了这些镇区上具有代表性的一到两间豪华
酒店，因而样本具备相应的饱和程度。对这些镇区上的豪华酒店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
地调研，并访谈了19位豪华酒店的中高层管理者，因为中高层管理者能更为深刻地认识
相关问题，有较为详尽和全面的分析和见解；同时也访谈了6位广东省及东莞旅游局的
领导与相关工作人员。访谈样本为25位，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访谈时间在1~5个小时
之内，受访者依次按照字母进行编码。访谈结束后，初步整理访谈资料转录成10多万文
字，对于存在疑问的地方通过微信访谈（在访谈中就已经获取了大部分访谈者的微信
号，与访谈者保持微信的联系和朋友圈的互动，比如点赞和评论，以便增加信任和彼此
关系，便于有疑问或不清晰的时候及时进行微信补充调研，如通过发微信进行提问，让
访谈者进行文字或语音的说明）等方式补充与完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涉及到研
究伦理以及受访者隐私的保护，不得不省略访谈对象属性的详细情况表。

4 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的制度逻辑

任何地方与空间都不是静态与僵化的，地方与空间的意义是由复杂多样的政治、经
济及文化制度与丰富的社会互动过程所动态建构起来的[39]。“只有将半个世界都纳入到你
的思维中，你才能理解作为一个地方的基尔伯恩”[40]。同理，只有将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流变的制度实践经验纳入到我们的思维中，才能理解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
4.1 地方尺度的显性正式制度：自上而下的酝酿期（1978-1993年）

一种体制的创建受当时的意识形态指导，并服务于当时生产和生活文化发展的需
要。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3年），在国家与地方经济放权和土地放权的制度逻辑下，
东莞这一城市空间得以空前的解放，经济与土地开放打破了传统的空间格局，创造出新
的城市空间结构和景观形态，因此这一时期酝酿出3家四星级酒店，分别是1989年东莞
长安政府投资兴建的四星级涉外酒店—长安酒店，1992年由民营投资者莫浩棠投资兴建
的国家四星级园林式度假酒店—东莞桥头三正半山酒店，隶属于著名的香港三正集团以
及 1993 年由外资投资兴建的常
平司马假日酒店（其投资者原是
东莞常平人，后来移民国外）
（图1）。

从制度层面而言，这一时期
东莞豪华酒店的发展主要基于东
莞地方经济与地方政治制度的推
动。改革开放初期，东莞在发展
商品农业的同时，以“三来一
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
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开放性经
济制度为切入点发展外向型经
济。“三来一补”制度的实施，
引进了大量的“三资”（中外合
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 企
业，吸引了大量的内地闲散劳动

图1 1993年东莞豪华酒店空间分布
Fig. 1 Space distribution of Dongguan luxury hotels i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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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使东莞实现了企业数量和人口数量的突破。为了更好地满足外商的政务和商务洽
谈，以及满足“三资”企业内高端流动人口“食住娱”的需求，豪华酒店开始萌芽。值
得注意的是，“三来一补”制度不仅触动投资的原动力，更为豪华酒店后来成功经营带来
源源不断的客源，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此阶段所诞生的3家豪华酒店都是四星级标
准酒店，而非更为奢华的五星级标准酒店。

地方的制度对我们酒店有一定的影响，从大环境来说，三来一补的政策，让当地经

济发展起来了，经济发展起来了，流动人口就增加了，这样酒店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客

源，酒店也就有了收益。 ——受访者E
东莞豪华酒店从开始兴起之初，就不同于其它城市的集聚格局，而是呈点状分布，

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东莞“乡镇自治”的地方政治制度。
正如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
学对象，相应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17]。就如
城市酒店的崛起、空间布局等也被政治化了，因为它构成了各种有意无意之制度化的一
部分，也是一种策略[41]。20世纪80年代初，东莞市提出简政放权，提出市、镇、村、居
四个轮子一起转的开放性政治制度，即以市带动居，以镇带动村，以居协助市，以村协
助镇的政治策略。此制度的出台和实施促使地方乡镇增权，也促使地方乡镇与东莞市区
一样平行发展。诚然，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等条件的不平衡，并非每个乡镇都实现完全
的平行发展，而是呈现部分乡镇发达，部分欠发达的局面。发达市区及乡镇的逐步形
成，促使豪华酒店也具备其形成的经济要素，如长安镇和常平镇成为自改革开放之后东
莞地方政府典型和重要的开发乡镇，因而各自诞生了乡镇里的第一家豪华商务型酒店，
而桥头三正半山酒店较前两家酒店的建成更具有其独特性，桥头镇因其环境和资源具有
独特的优势，加上投资者莫浩棠具有庞大的资本和他本身就是东莞桥头镇的人，政治制
度的乡镇支持，资源的禀赋以及桥头本地富豪的叠加，促使桥头三正半山度假型酒店的
形成。地方政府放权，进而乡镇增权，乡镇政治的增权促进乡镇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简政放权”何以为豪华酒店的诞生酝酿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土壤。而

“市、镇、村、居四个轮子一起转”则强化了市镇以下的单位发展要求和能力，村、居与
市、镇一起协同发展，创造空间最大的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东莞豪华酒店的
酝酿诞生为何首先产生在乡镇这一级别的地理空间。

东莞酒店从发展之初就不是集聚在市区，这和每个镇都有独特性有关，例如桥头镇

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是比较丰富的，还有我们莫老板 （莫浩棠） 他自己是桥头人，

所以应该会有种“富了不忘家乡”的精神吧。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东莞政府鼓励每个

镇发展的政策，促使每个镇都有发展本镇经济的自由和动力…… ——受访者G
正如索亚所言：“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

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42]。因此，在这一阶段，更多的是显性正式制度对空
间景观与形态的正向作用，空间关系对制度的反向作用是微弱的。
4.2 地方尺度的非正式制度：自下而上的投资和投机探索期（1994-1999年）

制度形成于具体的历史观念和社会结构体系之中，制度环境对于组织或地方城市的
演进与发展有着相对自主的路径与惯性力量。在投资和投机的探索期，在国家宽松的直

属海关缉私体制③，1997年香港回归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企业向外寻找出路的宏
观背景下，部分东莞人抓住了国家制度的漏洞，实行走私买卖，造就了一批发家致富的
豪华酒店“地方精英”投资商，而“地方精英”率先通过投资与探索，开始在地方空间

③ 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海关管理体制的决定》，实行垂直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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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发社会民间自下而上更多
的豪华酒店投资行为。同时，
基于自我成长和酒店空间层面
的实践，酝酿东莞豪华酒店生
存与发展的隐性非正式制度：
酒店黄色产业随着酒店的发展
开始诞生。在这一阶段，共 11
家豪华酒店开业（5 家五星级，
6 家四星级），分布在长安镇、
黄江镇、凤岗镇等镇区（图2）。

制度与空间的发展关系是
动态的，制度会在人的意志下
赋予空间当时的价值意义，而
人对于空间的选择和调试是自
身利益和外在驱动共同作用的
结果。当时当地的走私首发性
地造就了一批东莞豪华酒店的投资商。从地理因素来看，东莞毗邻香港和澳门，海陆交
通发达，在香港回归和台湾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东莞有着“优越的”走私环境和条
件。从制度层面来看，在这一阶段，国家和地方都大力发展经济，实行较为宽松的缉私
体制，截至 1998年缉私新体制建立之前，中国海关并无刑事执法权，容易导致政法部
门、经济管理部门及海关工作人员等内外勾结、受贿放私等问题。而对于部分东莞人则
抓住了国家制度存在的漏洞，通过走私这一隐性非正式制度获得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这
些暴富的人当中大多选择了投资酒店，成为东莞豪华酒店的“地方精英”。

东莞很多人很有钱的，除了当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外，最主要的是当时的很多东莞

人抓住了国家的制度漏洞，赚了第一或第二桶金，如黄江镇，常平镇、大朗镇等镇区是

当时知名的走私汽车重镇……而后来国家也不追究资本原始积累的原罪… ——受访者O
地方精英一方面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另一方面是制度演进的推动者。尽管东莞豪

华酒店的“地方精英”大多前身只是务农者或打工者，依靠制度漏洞致富之后，他们一
方面努力拼搏使资本合法化，另一方面努力寻求获取更多财富的途径与方法。他们中有
很大一部分人扮演着推动豪华酒店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角色，在建构城市豪华酒店空间中
发挥了先锋作用。这些“洗脚上田”的地方精英在拥有雄厚的财力后，面临“钱放哪
里”的新问题，“当时有了钱根本不知道该投在哪，高科技的东西我不懂，盖间酒楼至少
我能看到有钱进出，比较踏实”，民营企业家莫志明如此解释自己为何投资酒店[43]。投资
酒店与“地租经济”的缘故一致，因而，地方精英对豪华酒店的投资其实也是一种投机
行为。然而，他们的投资和投机行为恰逢其时，如寮步金凯悦大酒店成了寮步镇政府以
及附近各镇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接待客人、谈判的最佳场所，除了政府接待的客源之外，
还有外资企业老板、东莞本地的富人等络绎不绝的客人。据东莞发展丛书中记录，1996
年寮步金凯悦大酒店开业后，呈现出意想不到的盈利，寮步的局面也变得灿烂且美好。
以莫志明为代表地方精英在豪华酒店的建设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地方与民间力量相结
合的道路，为未来民营投资者投资豪华酒店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社会作用。

很多（20世纪） 80年代的酒店老板，虽然很多都是农村出来，农民出身，但其实他

们都是很有水平的。能够敏锐的捕捉顾客的需要，模仿与学习能力很强。还有当时东莞

图2 1999年东莞豪华酒店空间分布
Fig. 2 Space distribution of Dongguan luxury hotels i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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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的条条框框是很少的，这些酒店老板可以自由发挥。 ——受访者C
迪玛奇奥和鲍威尔认为，制度化了的组织场域能够形成强大的力量，促使不同组织

之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相似性[44]。寮步金凯悦大酒店的成功，便引发了民间资本自下
而上的投资兴趣，社会民间具有强大的复制力量，太子酒店、莲花山庄，凤岗金凯悦随
即建成投入经营，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更是刺激着后来民营投资者的汹涌加入。东莞
很多乡镇的政府领导也感受到兴办豪华酒店对招商引资所起的巨大反推动作用，地方更
是开始积极推动民间资本在豪华酒店的投资。

然而，研究发现，东莞大多豪华酒店自诞生就伴有色情服务，如黄江镇太子酒店，
1996年民营投资者梁耀辉利用发廊色情服务和走私汽车赚到的第一、第二桶金之后，便
投资酒店，当时的太子酒店面积不到如今的十分之一，但其主要的酒店业务就是由原本
的发廊色情服务转移到酒店的桑拿部门，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的嫖资已经高达 500元，
由于黄江镇台企众多，而台商往往需求奢华的高端服务，因而台商成为当时太子酒店最
主要的客源。从豪华酒店发展的需求逻辑来看，酒店业跟黄色产业几乎是同时诞生，并
且难以脱离对方而独自生存。

20世纪90年代，东莞的经济自由发展，酒店在这样一种自由环境下自由发挥，伴生

的酒店色情服务业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终会成为历史。……正视而不是一味的批判

……也许是一个城市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 ——受访者A
东莞豪华酒店空间作为空间的一种形态必然蕴含对于社会空间、权力关系、个体空

间的隐喻以及精神价值的文化思考，空间已经成为文化权力斗争的场域，具有特殊的作
用[45]。不管是地方精英这种显性非正式制度还是黄色产业这种隐性非正式制度都是一种
空间性的社会实践，在社会建构过程中本身就具有多重解读与表征意义。但在建构初
期，地方精英的示范意义与经济利益往往掩盖了意义的多元博弈以及对制度的反向作
用，空间与制度之间呈现相对单一的彼此磨合与相互默认。
4.3 地方尺度的显性与隐性制度：腾飞发展与扭曲变异糅合期（2000-2004年）

作为“世界制造工厂”为东莞豪华酒店带来强大的市场需求，此外，地方政府通过
批地和税收的优惠制度，吸引着更多的民营投资者投身于豪华酒店之中，民营豪华酒店
一片繁荣；通过媒体的积极宣传制度塑造东莞城市的酒店形象，实现东莞豪华酒店尺度
上的转换，在政府推动的媒体宣传中，豪华酒店成为东莞城市的一张名片，成为一个地
方品牌。但由于显性正式制度的缺陷、漏洞和制度约束的软化，衍生出地方特有的隐性
非正式的豪华酒店黄色产业制度，刚开始以微观空间隐蔽的方式回避与正式制度的冲
突，并且酒店黄色产业在不断的经营中强化了其边缘化的生存空间，潜移默化地渗透并
平行扩展到整个城市空间中，甚至发展出一套流程性极强的被称为 ISO的“莞式服务”。
在这种背景下，这一时期东莞豪华酒店获得了腾飞式的发展，共有 29家豪华酒店开业
（16家五星级，13家四星级），分布在虎门镇、长安镇、厚街镇等（图3）。

东莞豪华酒店这阶段的腾飞发展也得益于政府出台的《东莞市人民政府鼓励外商投
资的优惠办法》和《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台商投资的优惠措施》，在用地审批、征
用、开发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促进东莞农地非农化的进程，进一步促进东
莞制造业蓬勃发展。港台商的大规模涌入，对豪华酒店产生强劲的市场需求，尤其以厚
街、东莞市区、虎门镇、长安镇这些镇区为主，这些镇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如厚街每
年更有超过50多场大型的会展，包括加博展、一年两期的家具展、名鞋展、国际机械展
等，展会基本没有淡旺季之分；虎门镇、长安镇则地处沿海区域，经济上属于较发达镇
区；市区作为中心镇区，兼有重要的地方领头意义，承担起更多的政务接待功能，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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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些镇区
在这一阶段也诞生出更多的豪华
酒店。同时，东莞政府也实行酒
店上的批地和税收优惠制度，塑
造了良好的豪华酒店投资机遇和
环境，东莞豪华酒店遍及在东莞
的多个镇区。

此外，2003 年东莞旅游局
开始大力推动民营酒店评星，以
评星促进东莞民营酒店业的规范
管理，试图使东莞豪华酒店的空
间分布和整体布局趋于规范化、
合理化。同年，国际品牌喜来登
注入，结束了东莞没有国际酒店
巨头的历史，为东莞豪华酒店的
腾飞发展注入新的能量。据东莞
旅游局统计，直至2004年，东莞民营资本投资酒店达到200亿。而行业主管部门东莞旅
游局，主要对东莞豪华酒店采取服务和引导的方式，由市场主导和自由选择，即运用

“政府掌好舵，不要去划桨”的管理理念。自由的市场主导模式和鼓励性的星评制度推动
着东莞豪华酒店的蓬勃发展。

媒体的宣传促使了东莞豪华酒店从地方尺度上升到区域、国家尺度，成为东莞酒店
腾飞的重要力量。媒体的注视和解读赋予地方传奇和想象色彩的建构，为地方意义和地
方文化建构提供了新的解释[46]。媒体制度的效应是硕大的，它让外界感知东莞城市的魅
力，轰动性地塑造了意义空间的特性，成为颇为有效的空间描绘和宣传的推动力。2004

年东莞市旅游局两次组织多家星级酒店组团集体亮相广州国际旅游展销会，以政府为媒
介统一营销“东莞豪华酒店”品牌。新闻媒介此时大力关注东莞特殊的豪华酒店态势，
如《亚太经济时报》、《中国旅游报》、《东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广州
日报》、《羊城晚报》、《深圳商报》、《香港商报》、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
等媒体短时间内对东莞豪华酒店发展进行了集聚式的大量报道，这一系列的媒体效应使

“东莞现象”和东莞豪华酒店的发展在国内瞬间形成了轰动效应，豪华酒店成为东莞城市
的名牌和贴身标签。东莞豪华酒店被旅游界和媒体关注的过程体现地方政府建构东莞豪
华酒店地方品牌的努力，也体现着媒介作为一种显性非正式制度的成功嵌入，东莞豪华
酒店踏入腾飞发展阶段。

除了政府和媒介生产显性制度推动这一时期酒店的发展外，酒店微观尺度自发形成
的隐性非正式制度即酒店黄色产业的暴利诱惑是这一时期豪华酒店腾飞发展更为直接的
原因。研究发现，通常情况下，投资一家豪华酒店需要8到10年才回本，但酒店若与黄
色业媾和，依靠桑拿和娱乐部门的暴利，则能把回本时间缩短为4到6年，甚至更短。大
多酒店名义上的桑拿部门对外宣称都是承包出去，由第三方经营，为了规避扫黄风险，
避免桑拿出事不牵连酒店整体发展，但实际上酒店与桑拿在经济收益上是紧密捆绑在一
起的，这部分的隐性收入还可以逃避税收。

东莞民营资本家热衷于投资酒店除了源于满足市场需求以获得正常和非正常的短期
收益以外，更是为了实现企业长期的上市融资套钱，以实现背后更大的隐性阴谋。如某

图3 2004年东莞豪华酒店空间分布
Fig. 3 Space distribution of Dongguan luxury hotels i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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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某酒店的财务总监言之：
很多酒店就是想靠酒店这个噱头去做 IPO （上市） 套钱，拼命把报表做得漂亮，把

资产做大，搞个几家十几家高星级的，就可以向证监会申请上市融资。到时大把钞票，

比经营酒店爽万倍。 ——受访者F
制度约束具有内化和惯性的社会力量，能够支配与调控人们的行为，如可以降低人

类互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人们行为的可预期性，加强人们的合作[47]。纵观这一时
期，东莞豪华酒店在显性和隐性制度的博弈中成长。一方面，显性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
上约束了非法空间的蔓延，促使行为主体有所收敛，规范其社会行为，明晰空间使用的
边界和可能性。

国家制度对本酒店的经营影响非常大！我们的夜总会，一度接纳大批的“嗨客”（吸

毒者），一般每晚每间房消费在万元以上，后来迫于国家严厉打击，不敢再接，并禁止接

待该类客人，发现房间有这类顾客，立马报告，强迫终止或者驱离！ ——受访者L
然而，另一方面，地方对东莞豪华酒店“黄色产业”空间的正式制度缺失、漏洞与

软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和强化了酒店的扭曲变异发展，使酒店在这一本土空间实践中
出现了潜规则的“越界”活动和行为，形成在夹缝中增生和缄默的黄色产业制度。研究
发现，由于酒店黄色产业与旅游、酒店、餐饮甚至港澳投资设厂都与其息息相关，政府
对其难割难舍，纵观这一时期，并没出台太多的限制或规范东莞豪华酒店黄色产业的制
度，正式制度的缺失弱化了空间中的政治管制，纵容和内化了酒店的行为选择。甚至东
莞都默认地形成了一种当地逻辑：“打击卖淫嫖娼，会打击外来商客，打击外来商客，则
会打击东莞经济”。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逻辑下，于是在多次的扫黄活动中，东莞也潜规
则地确立了不伤害经济的原则，实行形式主义的扫黄活动，扫黄风声一过，酒店黄色产
业依旧正常私下经营。再者，空间是社会现象得以存在的载体，同时因社会现象而充实
和有意义；实践是社会现象的内容，依据游戏规则在空间载体中发生[48]。权力主体与企
业之间甚至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关系，权力主体既试图驯化和规范企业，让其在此空间下
发挥其独特的经济和文化意义，但又与企业存在私下交易，反而给了酒店强大的公权保
护伞。

我们酒店背后没有大财团，也没有官员投资，但是，我们酒店的利润，有三分之一

多是给了利害部门！每月按时进贡，否则就不会好过。 ——受访者D
东莞豪华酒店在腾飞发展的过程中，宏观尺度的显性制度掩盖了微观尺度的隐性非

正式制度的运行。但是，隐性非正式制度的漏洞已经开始显现，政府的正面宣传报道已
经无法掩盖来自酒店自身发展的各种矛盾。不同尺度的空间权力关系开始博弈，促使不
同类型的制度主体开始修改或者重构制度。同时，东莞豪华酒店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权
力空间的想象载体，是抽象权力空间的具象化表征。其特殊的发展轨迹，导致了本土意
识、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精英文化等呈现出不同的价值指向，空间形态成为制度重构
的主导力量。
4.4 区域尺度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平行和稳步建构期（2005-2012年）

在地方出台的宏观调控以避免酒店过度增长的制度约束下，东莞豪华酒店在 2005-
2012年进入了平稳的建构期，然而，受地方建酒店热潮的惯性影响，豪华酒店在数量上
仍旧稳步飙升，在这一阶段共有31家豪华酒店开业（20家五星级酒店，11家四星级酒店
开业），民营家族品牌建设初见成效，并得以成功效仿。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各镇区基本平
行发展的局面（除了石排镇和望牛墩镇之外，其余30个镇区都有豪华酒店），东莞豪华
酒店成为这座城市璀璨的标志性产物，散布在各个镇区（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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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豪华酒店的空间布局
和社会意义得以逐步形成，主
要是不同权力主体通过正式与
非正式制度、显性与隐性制度
共同作用于空间，并通过空间
实践与空间管制实现空间意义
的平稳过渡。2004 年，面对民
营资本投资酒店的火暴，市场
竞争的日趋激烈，东莞市政府
出台了《东莞市 2005-2015年城
市商业网点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根据 《规划》，自
2005 年起，东莞市将严格调控
四、五星级酒店建设，努力构
建一个更为合理的酒店空间体
系，酒店建设与发展将遵循一
个镇区可设置一家四星级及以上酒店的原则，已有高星级酒店的镇区，新建四星级及以
上酒店必须按规定严格审批，并逐步实行听证制度。2005年以后，在政府市场干预和市
场经济杠杆作用下，东莞民营酒店投资开始放缓步伐，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2006年11
月26-28日，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第五届三次理事大会暨2006中国饭店业发展论坛在东
莞召开，议题之一就是讨论酒店业的“东莞现象”，试图通过协会的力量解决东莞豪华酒
店的矛盾问题，使酒店的微空间规范化和合理化。

然而，显性正式制度宏观调控具有软约束力，受民营资本家建酒店热潮所形成的地
方默契，民营资本家在内心上已形成深刻的“有钱就该建酒店”的意识形态。他们试图
瓜分东莞豪华酒店的市场，因而豪华酒店数量依旧飙升，在8年的时间内诞生了31家豪
华酒店。据东莞旅游局统计，2007年东莞酒店民营资本投入超过400亿元，创造了乡镇
豪华酒店密集之最，至今也没被超越。

“在东莞，如果问一个当地的民营企业家有了钱最想做什么，答案几乎也没有悬念：

建一家五星级酒店；而当记者问一个已经拥有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老板，其最得意的事是

什么时，他脱口而出：拥有第二家五星级酒店。”

——《中国经济周刊》（2006-12-11 第四十八期）

可见，当地民营企业家所形成的投资酒店理念已经成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深深的嵌入
到了社会成员的内心和局部社会结构中，成为局部社会文化中的内生性规则和地方文化
的有机组成部分[49]，成为空间景观建构最核心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投资酒店成为当
地民营企业家的身份认同与地方认同，和巴厘岛人在“斗鸡”赌博中的“不理性”选择
有大致相同的结论[50]。

在稳步建构期，豪华酒店成为东莞的标志性景观，散布在各个镇区里。然而，受追
求利润最大化和竞争所致，产生了空间争夺的局面，资本家总是试图寻求具有优势的空
间，因而也造成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局部发达镇区（东莞市区、常平镇、厚街镇、长
安镇），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资源条件或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豪华酒店集
聚的空间分布，正如哈维言之的“不平衡地理发展”[51]。

我们厚街xx酒店的生意一直都是不错的，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地

图4 2012年东莞豪华酒店空间分布
Fig. 4 Space distribution of Dongguan luxury hotels i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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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靠近广东国际展览中心，而且酒店能接待大型的宴会和团队，能容纳 3、4 千

人，它的定位主要是会议团，量大，能带动餐饮。 ——受访者H
除此之外，东莞酒店的品牌和资本继续保持着积极的发展态势，出现了立足东莞，

向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国辐射发展的空间扩展趋势。继东莞市嘉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2012
年在广东省惠州市投资兴建惠州金海湾嘉华度假五星级酒店后，东莞民营资本纷纷辐射
至珠江三角洲及更大范围，如河源翔丰酒店、肇庆奥威斯酒店、阳江温泉度假村等一批
由东莞民营资本投资兴建的酒店也相继开业，作为一个以乡镇为主体的地级市东莞，民
营资本在豪华酒店的发展和辐射力量越发成熟。

在平行和稳步建构期，东莞豪华酒店不仅增长了数量，延伸了空间，还塑造了具有
地方特色的民营酒店品牌，如三正半山酒店集团，富盈酒店集团和宏远酒店集团等品
牌，在这一阶段已经初见品牌建设的效果。同时，出入东莞豪华酒店的消费者大多是来
东莞进行商务活动的港澳台及外商，这些消费者对酒店的要求相对较高，因此需要营造
酒店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氛围，所以在这一阶段也逐渐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酒店文化
和地方酒店管理文化。2006年东莞松山湖凯悦酒店开业，标志着东莞豪华酒店的管理文
化呈现多样和多元式发展。东莞松山湖凯悦酒店，世界著名的凯悦酒店管理集团成为继
喜来登、索菲特之后，东莞酒店业的又一国际酒店品牌。国际酒店品牌的持续注入，标
志着东莞豪华酒店市场的成熟。

东莞豪华酒店在地方尺度向区域尺度转换的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酒店自身品
牌的经营与管理等显性正式制度以及投资默契的显性非正式制度在市场演化过程中发挥
越来越突显的作用，二者在协商中稳步建构，而隐性非正式制度推动酒店发展的作用正
在逐渐显现其不足。如果说地方尺度东莞豪华酒店的空间形态是集聚式，即从外围流向
东莞，那么区域尺度体现出的空间形态则是外延式，即从东莞流向外围。空间变化暗示
权力关系的变化，表明东莞豪华酒店从深层次影响制度重构已经迫在眉睫。
4.5 国家尺度的显性正式制度：自上而下的整顿和转型重构期（2013-2015年）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制度本身在不断地演化变迁、尺度转换，影响权力主体行为
的改变和适应，伴随国家及地方经济性放权逻辑和政治性放权逻辑持续作用而至复杂制
度嵌入与变革，既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成提供了新的巨大制度空间，又通过制度
本身的规引作用实现了对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重塑。制度是解决之道[52]，制度变革不
仅仅是为了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更是为了使国家政府的政治合法化，顺应时代的变
迁。制度上的转变和空间上的转变促使东莞豪华酒店进入自上而下的整顿和重构期,在这
一阶段，有2家豪华酒店由于经营不善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倒闭，大多的豪华酒店经营
受到严重的损害，尤其是康体娱乐和餐饮部门受到重创，而且东莞豪华酒店本来已经达
到饱和状态，但依然有新的 7家（6家五星级，1家四星级）豪华酒店注入东莞大地上，
分布在东莞市区、常平镇、厚街镇、松山湖等酒店集聚的地理空间上（图5）。

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制度和空间尺度的转变，其中，制度转变包括从宽松的国家制
度向紧缩的国家制度转变，开放性的“三来一补”制度向转移性的“腾笼换鸟”制度转
变，积极的媒体制度向消极的媒体制度转变，经济及政治性放权的地方制度向严谨的地
方制度转变，隐性的非正式制度向显性的正式制度转变；而空间尺度的转变则包括由地
方酒店勾结官方，地方谋取私权到国家重新控权，再到地方积极践行国家精神，地方酒
店再生产的转变，空间尺度的转变贯穿在整个制度转变的过程中，促使东莞豪华酒店陷
入历史性的危机和困难，也促使豪华酒店不得不进行自我的转型重构。

从宽松的国家制度向紧缩的国家制度转变体现在此阶段的国家两大制度变革，“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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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六项禁令”④、“扫黄”⑤，
这两大制度对于东莞豪华酒店的
影响非常巨大。从经济效应的角
度看，也许是消极的，豪华酒店
的经济收益受到巨大的损害；但
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角度看，则
是积极的，是顺应时代变迁的需
要，体现了政治空间合法化的趋
向，迫使城市的酒店空间进行重
构，再造符合时代要求的酒店
空间。

有学者认为，中央八项规定
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酒店的影
响具有差异，一线城市酒店的客
源市场多元化，受冲击较小；而
二三线城市的高档酒店对政府消
费的依赖性强，影响会比较大[53]。对于东莞豪华酒店而言，其影响颇大。研究发现，东
莞32个镇区，每个镇区都有政府机关接待定点酒店，一般政府为了方便和面子都会阔绰
地选择镇上的高星级酒店作为定点饭店。在2013年前，东莞豪华酒店尤其依赖政务接待
和各类的商务接待。而在2013年初，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规定政府干
部到基层调研要轻车简从、简化接待、不安排宴请，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
请等拜年活动；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包括各种提货券等，倡导政务从简，厉行
廉洁从政后，此部分规定与禁令促使东莞豪华酒店餐饮及会议部门出现前所未有的“瘦
身”，收入骤减，迫使部分酒店整顿和转型，试图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我们酒店过去20%~30%的收入来自政府消费，政令出台后政府干部、国营企业都怯

于光临，餐厅营业反差明显，意味着中餐厅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两三成。另外，一些公司

单位明显缩短开支，下调并严格控制商务宴请的餐饮接待标准。 ——受访者K
国家制度的权力效力往往大于地方的权力效力，并且深刻地影响地方制度的变革，

尤其体现在国家2014年出台的扫黄制度，东莞豪华酒店隐性的非正式黄色制度向显性的
正式扫黄制度转变，对东莞豪华酒店有着多元的意义。研究发现，扫黄对以黄色产业为
生和与黄色产业媾和的两类东莞豪华酒店影响较大，由于过度依赖黄色产业对客房的需
求刺激，致使扫黄整顿导致该类酒店的客房入住率均呈下降趋势，其中虎门某酒店2014
年前几个月住房率与2013年同期相比，下降约18%。扫黄的必要性与持久性迫使东莞的
这两类酒店走上转型之道。扫黄制度的实施重塑了东莞城市酒店生存空间的合法性，利
于东莞豪华酒店的长远发展。

2014年2月份的扫黄，对东莞的酒店行业，特别是高星级酒店和独立的KTV和桑拿

场所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是灭亡之灾，基本上对某些酒店是腰斩啊，下降有四五成。但

④《中共中央印发<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的通知》 (中发〔2012〕 11

号)。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12月4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提

出六项禁令，分析研究2013年经济工作。

⑤ 2013年2月9日上午，央视栏目曝光，广东东莞市多个娱乐场所存在招嫖卖淫行为，新闻播出后，广东省委书记

胡春华批示，对全市拉网式排查，先治标，再治本。

图5 2015年东莞豪华酒店空间分布
Fig. 5 Space distribution of Dongguan luxury hotels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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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很认可这次扫黄行动，如果为了经济的发展，驱动黄色上的行业，我感觉这不是阳

光性的产业，习近平上任之后要宣扬正气的风尚也是相违背的，经济的发展不能以道德

沦陷为代价，所谓非善之事。 ——受访者 I
然而，对于定位在商务和度假为主，以黄色产业为辅，功能齐全、规模较大的豪华

酒店，扫黄对它们的影响则不大，如厚街某酒店销售部经理所言。
在外界看来，我们酒店已被贴上涉黄的标签。扫黄确实对我们产生了影响，但是微

不足道的，因为我们更多的是依赖商务客人。扫黄力度最严的几个月，我们的住房率不

但没有下降，几乎每个月都比同期增长。3月份的名家具展，4月份的广交会，我们的开

房率都是不错的。真正受影响的是那种已经倒闭的、单纯做娱乐生意的小酒店。

——访谈对象N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政府积极推动“三来一补”制度的全面实施，在东莞城市中大

力发展制造业。然而，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提出“腾笼

换鸟”⑥的显性正式制度，东莞市政府也开始提出由开放性的“三来一补”制度向转移性
的“腾笼换鸟”制度转变，实行制造产业和劳动力转移的制度，但同时也把东莞豪华酒
店的大量客源转移出去，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东莞豪华酒店已固有的强大客源结构和客
源群体。可见，中央及地方制度的转换，深刻影响着东莞豪华酒店的演化。

人对地方的空间意识是基于人对地方的地理想象，从而使人认识到地方空间社会结
构中的地方文化元素具有不同的位置与角色，在此基础之上，主要通过电视、杂志、文
学作品等媒介实现人对地方零散知识的重构以及地方意义的赋予[54]。在媒体的话语转变
下，此阶段的东莞豪华酒店被建构为低下的、情色的、非理性的和异类的空间形式。尤
其在2.9扫黄事件发生后，关于“东莞扫黄”的新闻仅仅在一天内已达到93900篇，媒体
的过度关注，放大化和消极的话语生产使东莞豪华酒店处于边缘地位，也给酒店带来很
多的负能量和消极的影响，如黄色酒店和倒闭潮的肆意宣传，促使它们面临整顿和转型
重构的压力。如2014年2月9日上午，央视对东莞市多家存在桑拿色情服务经营的酒店

进行了曝光报道，榜上有名的包括东莞太子酒店及厚街喜来登大酒店等⑦。
很多杂志报道对一个地区的报道是一个方面，真实的、接地气地了解有可能是另外

一番天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经济体，有可能没有像某些人想的那么好，但也没

有像某些人说的那么坏，所以要客观、公正、务实去了解一个城市的繁华和繁华背后的

辛酸。 ——受访者P
在国家出台规定和禁令后，东莞各镇区政府随即转变从前的宽松制度，积极践行办

会从简的文件精神，各区政府迅速取消定点豪华酒店消费，改为在政府招待所进行公务
接待。而国家出台扫黄制度后，东莞市委、市政府也随即开展了堪称“史上最严”扫黄
行动，迅速召开会议，统一部署全市查处行动。2014年2月14日，东莞市黄江镇、虎门

镇、厚街镇和凤岗镇4名镇委书记就扫黄工作不力向全市公开道歉⑧。迫于严肃的扫黄纪

律和严谨的监督机制，东莞32个镇区各出狠招，营造严打整治的氛围，震慑和严厉打击
违法犯罪活动，如茶山镇设立扫黄专项资金，建立严格问责问效机制，公布举报电话，
确保行动见成效。扫黄工作持续半年之久，打破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掀翻了狼狈为奸的

⑥ 201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表示，广东作为“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的地

位不会一劳永逸，广东既要抓“腾笼换鸟”，又要推动“凤凰涅盘”。广东的“腾笼换鸟”，即“双转移”(产业转移

和劳动力转移)政策。

⑦ 东莞扫黄专案查处细节公布. http://gd.people.com.cn/n/2014/0613/c123932-21413697.html。

⑧ 4名镇委书记向全市公开道歉. http://epaper.timedg.com/html/2014-02/16/content_12400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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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伞，重构了东莞豪华酒店的城市空间特性。
地理空间充满了矛盾与紧张，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制度和空间转变时，这一地理空间

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国家制度的深刻变革，迫使地方发出相应的地方制度来迎合和
响应，然而，地方效应的持续性和长久性，不仅仅需要考验地方制度的真实嵌入，也需
要考虑酒店自身转型的艰难过程。

东莞的酒店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走到今天，现在面临到的转型升级压力非常大。

这个行业起码涉及到企业投资者、务工人员，很多东莞酒店的老板也在很艰难地维持酒

店生存，有在抛售的、有想改制的，有在经营转型的，都在尝试但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作为务劳者很多人的心态想离开这个城市，到全国蓬勃发展的旅游景区去寻找新的工作

机会。 ——受访者M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们酒店开业，说明我们对东莞酒店业的未来是充满信

心的，对东莞这块热土是充满情怀的，特别是对国家的政策是肯定。东莞酒店需要进行

这样的转型升级才能优化，才能把符合社会真正需要的酒店留下来，才能符合社会道德

标准和经济标准的酒店留下了……这个时候开业的酒店不会走弯路，我们一开始就走正

道，做光明正大的事业…… ——受访者C
强大的显性正式制度的介入会促使非正式制度解体，形成新的制度与空间关系。但

是这种新的社会空间关系，会伴随大量的社会失范、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社会“阵
痛期”[50]。随着显性正式制度所引导的道德规范、民间风俗、乡规民约的重新回归，“阵
痛”过后是更加理性的空间行为选择。

5 结论与讨论

制度与空间的生产是交织在一起的。既有的制度会影响目前的社会空间，而目前的
社会空间又会影响接下来的制度形式[55]。东莞豪华酒店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是在国家与
地方制度下建构与重构起来的城市空间景观，是国家与地方正式制度内在的资本和权力
控制维度以及非正式制度下地方精英、地方文化、潜规则、默契及媒体效应驱动作用的
结果，这些制度共同促使了东莞豪华酒店的地理空间形态和地理景观的进化。具体而
言，在国家与地方制度作用下，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主要经历了从地方尺度到区域
尺度到国家尺度的转换，即3个空间维度和5个阶段：① 在地方尺度下，受东莞“三来
一补”的经济和“乡镇自治”的政治显性正式制度的推动，东莞豪华酒店衍生出自上而
下的酝酿期（1978-1993年）；基于地方精英自下而上实践的显性非正式制度作用，迎来
东莞豪华酒店的投资和投机探索期，同时也酝酿东莞豪华酒店黄色产业生存与发展的隐
性非正式制度（1994-1999年）；基于政府媒体宣传的显性非正式制度推动以及显性正式
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漏洞，东莞豪华酒店获得腾飞式的发展，但同时也衍生出地方特
有的隐性非正式的豪华酒店黄色产业制度，迎来腾飞发展和扭曲变异糅合期（2000-2004
年）。② 在区域尺度下，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酒店自身品牌的经营与管理等正式制度在市
场演化过程中产生越发突显的作用，促使东莞豪华酒店迎来平行和稳步建构期（2005-
2012年）。③ 在国家尺度下，受国家“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扫黄”以及“腾笼换
鸟”三大显性正式制度的影响，东莞豪华酒店进入自上而下的整顿和转型重构期（2013-
2015年）。

通过对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与制度的分析，发现东莞城市酒店的时空演变实际是
依靠政治气候、领导者的意志和一系列宽松的显性正式制度的控制与调控，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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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精英、媒体效应等显性非正式制度的高度作用，默契、潜规则等隐性非正式制度的
默默触动。同时，正式制度代理人和企业与生活主体面对正式制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鸿
沟以及自上而下的压力，一方面创造各种形式以符合正式制度的要求，另一方面采取变
通非正式运作的方式进行各种“日常形式的抵抗”。而符合制度要求与日常抵抗贯穿于整
个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过程之中，因而，在国家与地方、权力机构、企业与社会的多元
博弈中，东莞地方政治经济结构以及豪华酒店的演变也经历了从“国家标准”到“地方
特色”，再转变为“国家标准”过程。

本文创新了制度与空间关系的理论，提出空间的发展是从显性正式制度走向显性正
式制度，中间经历了地方、区域和国家等空间尺度的转换，经历了各种显性和隐性正式
及非正式制度的博弈，但最终会回归到显性正式制度，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显性正式制度
是社会空间秩序的主导力量[41]。根据这一过程，文章建构了东莞豪华酒店时空与制度互
动演变模型（图6）。东莞豪华酒店从酝酿期到重构期，空间约束从显性正式制度到显性
正式制度，但这不是简单的回归，本质上来讲，是政府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的一个制
度建构过程，是政府从包揽一切经济、政治的“全域”政府向社会公共文化事务的“有
限”政府转变的过程[27]，也是不同主体自我觉醒的过程。因为正式制度“即使在最发达
的经济中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选择的
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7]”。具有东莞特点的地方性显性非正式制度依
然会在东莞豪华酒店未来的时空演变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49]，正如有学者所言：“正式
约束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约的改变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7]”。“正式制度
安排的作用是一个‘他律’的过程，非正式制度供给的作用则是一个‘自律’的过程[56]”。
在“他律”与“自律”的过程中，淘汰的是显性正式制度所抵制的那些隐性非正式制
度，这些隐性非正式制度也与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信念、道德、良心、习性等显性非正式
制度相悖。现实世界的有效运行依赖于人类社会复杂多样的制度安排[57]，空间演变是一
个被制度化的过程，是被嵌入在各种社会网络与层级型制度之中，其演变被社会关系、

图6 东莞豪华酒店时空与制度互动演变模型
Fig. 6 Space and institution analysis model of the evolution of Dongguan luxury ho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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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制度性文化、规则以及政治性调控等所限制[58]。同时，制度在空间权力关系中不断
完善与变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真正符合空间景观与空间形态规律的制度体系。
总之，制度与空间相互建构，一方面，空间本身蕴含制度，空间权力关系推动制度的发
展；另一方面，制度外化为空间，制度通过空间来发挥作用并得以实现。

尽管本文基于制度视角下总结了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过程，但制度变迁与时空
演变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需要放在不同尺度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场域中进行
系统思考。同时，本文解读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具有普适性的解释力度。
另外，本文发现还有一些话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与跟踪研究：① 大多数东莞豪华酒店建
于城镇的社区之中，形成“酒店+社区”的景观，尤其是伴随着酒店房地产的发展，豪华
酒店与周围社区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这会对当地社区带来何种影响？是否会影响社区
治理与制度安排？② 东莞豪华酒店正面临着漫漫长路的艰难转型与优化，不同相关主体
利益面对新一轮的制度变革有着如何的协商，新制度下不同主体有何种反响；在新的转
型背景下，国家与地方如何进行合适的制度安排以及如何平衡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博弈，
东莞城市空间或者酒店空间在新的制度博弈中会呈现怎样的景观特质等话题都是后续研
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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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and space:
The luxury hotel of Dongguan in 1978-2015

CAI Xiaomei1, 2, LIU Meixin1, 2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 Center,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Luxury hotels in Dongguan have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Building upon in- depth interview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paper employs a
regulation-space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institutional initiative that underpin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Dongguan's luxury hotels. The goal is to analyze how visibl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invisible rules work together to become an inner logic to shape the
development of luxury hotels. This analysis is made in the national- local power nexus. The
major research findings are threefolded. First, at the local scale, Dongguan's luxury hotels have
undergone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cubation (1978-1993), speculation (1994-1999), and
taking- off and integration (2000- 2004). Second, at the regional scale, the development of
luxury hotels in Dongguan is stabilized during 2005 and 2012. More and more external
investors have entered Dongguan and changed the power structure that regulates the luxury
hotel sectors. Finally, at the national scale, luxury hotels face a top-down restructuring and have
to adjust to a new market. Increasingly normalized formal regulations force luxury hotels in
Dongguan into a rational stage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urther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regulation and space and emphasizes that spatial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ectors are subjected to formal regulations. Spatial evolvement is an institutionalized process in
which state regulations have to undertake constant adjustment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
institutional system conforming to the production of new space.
Keywords: institution; space; scale; Dongguan; luxury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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